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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6 号)第 1 条第 1 款规定:“民法典第二

编至第七编对民事关系有规定的,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该规定;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第一编的规定,但是根据其

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

论婚姻无效的法律效果

冉克平

(武汉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家事法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家庭共同体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三方面的复杂维

度构成的价值秩序决定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法律后果的特殊性质。 无效婚姻转换为

有效婚姻不仅包括当事人已达到法定婚龄的情形,还包括拟制血亲关系解除后,不具有自

然血亲关系的平辈兄弟(堂、表)姐妹之间缔结婚姻关系,以及前婚已经消灭,后婚转换为

有效婚姻的情形。 在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况下,无过失方请求过失方承担损害赔偿

的请求权基础包括侵权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两方面。 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

人的财产关系原则上属于共同共有,这与离婚的法律后果极为相似。 对于婚姻被宣告无

效或者被撤销之前当事人一方以夫妻名义对外负债的情形,应当在外观主义下参照适用

《民法典》第 1064 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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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将婚姻家庭领域的各项具体法律制度集中系

统地纳入婚姻家庭编,结束了长期以来婚姻法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 然而,《民法典》的编纂并非简

单的法律汇编。 立法者通过“提取公因式”技术形成“总-分”结构并援引参照适用条款①,使财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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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庭法在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体系化特征。① “公因式”系民事法律行为,其被视为总则编的核

心,旨在为民事主体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与自主决定的可能性。② 《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

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协议参照适用合同编的相关条款,这使其成为沟通家庭法与合同

法,连接伦理秩序与交易体系的重要桥梁。③ 然而,《民法典》总则编的法律行为效力制度以财产行

为为原型,身份关系在价值与规范层面均具有特殊性,难以像财产关系那样实现抽象化和概念化。④

因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的结婚、收养等身份行为规范与总则编中的法律行为制度之间并非简

单的特别规范与一般规范的关系,而应基于身份行为的性质对二者间的关系予以判断。
《民法典》第 1054 条规定的是无效婚姻与被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⑤ 该条主要沿袭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已废止,以下简称原《婚姻法》)第 12 条的内容,同时增加“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

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作为第 2 款。 《民法典》总则编中法律行为无效后果的实质在于,
当法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时,将产生某种法律效果来取代当事人之间业已形成的法律行为。⑥ 由于

财产法与家庭法之间的复杂联系,从法教义学上看,无效婚姻与被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不仅面临着

如何与总则编相互协调的问题,例如,在有关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无特别规定时,是否仍

然可以参照适用后者的规定⑦;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中体现家庭法

领域特有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家庭伦理、弱者保护等原则。⑧

与财产行为无效法律后果的研究相比,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婚姻无效法律后果的探讨仍然较

为薄弱。 在《民法典》实施的背景下,笔者拟从无效婚姻与被撤销婚姻的构成要件及其价值伦理基

础出发,结合比较法上的相关立法与学说,梳理我国近年来的相关司法案例,对无效婚姻与被撤销

婚姻的人身关系、损害赔偿、共同财产分割、债务清偿等法律后果进行探讨,以期促进婚姻家庭法教

义学的构建。

　 　 二、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构成要件及其价值秩序

(一)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构成要件

民法奉行私法自治的理念,民事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原则在民法领域得以全面贯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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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对于财产法与家庭法能否抽象出共同的“公因式”,并以此支撑德国式“总则编”立法体例的构

建,理论上存在争议。 参见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载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版,第 65 页;陈小君:《我国民法典:序编还是总则》,载《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6 期,第 43-45 页;茅少伟:《寻找新民法典:“三思”而后行
 

民法典的价值、格局与体系再思考》,载《中外法学》2013 年第 6 期,第 1148-1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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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民法典中参照适用条款的适用》,载《政法论坛》2022 年第 1 期,第 44 页。 《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规定参照适用

条款,表明立法者认为财产法与家庭法在法律行为上可以抽象出共同的因素,这为总则编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参见黄薇主

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0-11 页。

 

参见[日]我妻荣、有泉亨:《日本民法亲属法》,远腾浩补订,夏玉芝译,工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 页。

 

《民法典》第 1054 条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 同居期间所得的

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 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

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 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55 页。

 

参见叶名怡:《〈民法典〉第 157 条(法律行为无效之法律后果)评注》,载《法学家》2022 年第 1 期,第 173 页。

 

参见夏吟兰:《民法分则婚姻家庭编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 年第 3 期,第 76 页。



法律行为在逻辑上具有成立与生效两个阶段。 法律行为的成立是法律对其产生形式上的拘束力所

设的最低要求,需要行为人主动创造条件去实现。 通常情形下,为彰显意思自治并鼓励交易,契约

的成立只需当事人达成形式意义上的合意。① 但是,对于婚姻而言,登记是其特殊成立要件。 当事

人之间存在达成婚姻的合意但是未登记的,在民法上视为婚姻不存在。② 结合《民法典》第 1050 条

的规定,如果在形式上具有“事实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手续,该婚姻关系即产生溯及

既往的效力,当事人的婚姻从符合法律规定的结婚实质要件时起算。 相反,如果在形式上具有“事

实婚姻”的双方并未补办结婚登记,那么他们仍然属于同居关系,该“事实婚姻”并不产生合法的婚

姻和继承关系。 因此,婚姻不成立存在两种情况:其一,婚姻双方在缔结婚姻时欠缺结婚合意;其
二,未办理婚姻登记或婚姻登记程序违法(例如对伪造、变造身份或者冒充他人身份的当事人进行

婚姻登记),对于后者,通常认为该程序违法属于行政法上的违法行为,因登记存在瑕疵导致婚姻不

成立。 婚姻不成立并未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明文规定,但通说认为在法律效果上其与婚姻无

效或可撤销并无显著差异。③ 总的来说,无效、被撤销或不成立的婚姻皆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且不

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定的夫妻权利义务,因而在此一并对三者进行讨论。
法律行为的有效障碍事由可以区分为“自我决定的内在限制” 与“自我决定的外在限制”。④

“自我决定的内在限制”源自行为人的自身意志,包括民事行为能力瑕疵、单方虚伪表示以及通谋虚

伪表示;“自我决定的外在限制”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因他人的因素不当影响行为人的意志,包括单

方虚伪表示、重大误解、通谋虚伪表示、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二是行为人违背强制秩序,包括效

力性强制规范与公序良俗原则。 根据《民法典》第 1051~ 1053 条,婚姻无效的原因包括重婚、有禁止

结婚的亲属关系以及未到法定婚龄三种情形;婚姻被撤销的原因包括胁迫与欺诈,其中欺诈仅限于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但在结婚登记前未如实告知另一方的情形。 上述各类情形即为无效与可撤销婚

姻的法定构成要件。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虽然都是对不符合法定结婚要件的婚姻在效力上的否

定性评价,但是可撤销婚姻贯彻了意思自治与信赖保护原则,体现了法律对民事主体自由意志的尊

重,属于上述“自我决定外在限制”的第一种情形,该类婚姻主要与当事人的权益相关,因而其否定

性评价具有相对性,法律赋予受害人撤销婚姻或维持婚姻的选择权;而无效婚姻则旨在维护国家利

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属于上述“自我决定外在限制”的第二种情形,因而必须予以取缔。
与总则编的法律行为无效和可撤销情形相比,《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的婚姻无效和可撤销

情形非常有限,尤其是婚姻无效的情形具有限定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17 条规定,当事人不得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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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金可可:《〈民法总则〉与法律行为成立之一般形式拘束力》,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 3 期,第 656 页。
需要注意的是,在 1994 年 2 月 1 日之前,男女双方符合婚姻法实质要件的,无论双方共同生活(男女双方共同生活应当是和平、

自愿而非通过暴力强迫的方式)时间的长短,以及双方共同生活初期或者某个阶段是否符合婚姻法的实质婚姻关系要件,均可以成立事

实婚姻。 我国《刑法》第 258 条规定的重婚罪包括事实婚姻的情形,因为事实重婚侵犯了实质上的一夫一妻制原则,有必要认定为重婚

罪。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第 6 版),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927 页。

 

参见韩世远:《财产行为、人身行为与民法典适用》,载《当代法学》2021 年第 4 期,第 37 页。

 

参见陈自强:《民法讲义Ⅰ: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1 页。



法典》第 1051 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以外的情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① 对于可撤销婚姻,有疑问的是,
其构成要件能否参照适用《民法典》总则编的重大误解规范? 有学者认为,在缔结婚姻时,一方对另

一方的健康状况、性取向等认识存在较大偏差,如果当事人对上述基本情况负有告知义务而未告

知,则可以构成欺诈。② 而有学者认为,上述认识错误的情形没有适用婚姻可撤销规则的必要。③ 从

比较法上看,《意大利民法典》第 122 条第 2 款规定,一方因对另一方的人身辨认出现错误,或对其

个人基本情况产生重大误解而表示同意结婚的,可以提出婚姻无效之诉。 在美国家庭法上,如果错

误是关于一方对另一方身份的认识,或者是关于结婚仪式性质的认识,婚姻可诉请无效。④ 我国《民

法典》第 1053 条规定的婚姻缔结的欺诈事由具有限定性,如果在与婚姻缔结有实质决定意义的事

项中一方对相对方产生认识错误,而该错误认识并非另一方的故意隐瞒或者虚假陈述所致,为了维

护缔约错误一方的意思自由,可以参照适用总则编的重大误解规范予以撤销。⑤

此外,如上文所述,法律行为的“有效障碍事由”包括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存在瑕疵这一情形。
然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却并未将结婚行为能力瑕疵纳入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当中。
因而有争议的是,已达法定婚龄的当事人欠缺结婚行为能力能否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144 条导致

婚姻无效? 反对者通常以《民法典》第 1052 条的封闭性为由排除对第 144 条的参照适用,从而否认

结婚行为能力欠缺对婚姻效力的影响。⑥ 然而,立法者之所以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民事法律行

为的效力要件,是为了防止无行为能力人因其行为承担不利后果,因为无行为能力人并不能理解其

行为的法律意义,其在作出行为时也不可能追求特定的法律效果。 婚姻缔结行为作为身份行为虽

有别于财产法上的法律行为,但也存在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需求。 已达法定婚龄但欠缺结婚行为

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严重智力障碍患者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结婚意思,遑论与另一方当事人形成

有效的结婚合意。 因此,已达法定婚龄但欠缺结婚行为能力者所缔结的婚姻应当参照适用《民法

典》第 144 条认定为无效婚姻,除非当事人在缔结婚姻时已重获行为能力,且人民法院已经依法作

出撤销或者变更其无行为能力的宣告。 进一步需讨论的是,如何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结婚行为能

力? 民事行为能力与年龄、智力状态有关,结婚行为能力亦是如此,但两者并非等同。 结婚行为能

力的标准需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依据《宪法》对婚姻家庭的保护条款,立法应当尽可能地减少结

婚的障碍,即结婚障碍谦抑原则。⑦ 如果法律设置较高的结婚能力标准,实质上会剥夺许多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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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民法典》第 134 条规定,法律行为可以划分为契约、单方行为和决议。 契约是私人自治最为重要的工具,无论在债权债务

关系的设立、变更方面,还是在物权以及其他财产权利的得丧变更方面,以及在身份关系的产生消灭方面,其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与财产关系相比,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均属于非典型的契约,因此违背强制性规范的情形也就相对较少。

 

参见李昊、王文娜:《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瑕疵———兼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的相关规定》,载《法学研究》 2019 年第 4 期,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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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婚姻的体验。① 这构成对自由、平等两项基本权利的过度禁止,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 同时,
法律对结婚行为能力也不能设置过低的标准。 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相对方以图谋财产或生育子女

为目的与精神病人缔结婚姻,从而避免对精神病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造成危害;另一方面,结婚会

产生夫妻扶养、子女生育以及财产管理等一系列人身和财产关系,如果精神病人缺乏相应的行为能

力,则其不仅不能维护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还有可能将精神方面的疾病遗传给后代,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② 鉴于结婚与交易的行为能力在本质上均属于意思能力,因此对于结婚行为能力的判断仍

然可以建立在民事行为能力的制度基础之上,同时结合结婚的特殊性质参照适用《民法典》总则编

的相关规定。 具体而言,已达法定婚龄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具有结婚行为能力,应以其能否

明确地表达结婚意愿,理解结婚后的法律关系和夫妻权利义务,以及可以履行结婚登记程序为标

准。 为了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以监护人的同意为条件。③ 在精神病人缔结婚姻时,婚姻

登记机关应对婚姻缔结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以规范婚姻登记程序。
(二)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价值秩序

在抽象的法律行为意义上,无论是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还是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均体现了

《民法典》对民事法律行为所施加的合法性控制。 就合同法而言,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原因与

类型根植于合同法的价值体系,可以分别从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两方面观察。 一方面,从个体角度出

发,个人的自由意志居于核心地位。 意志自由还可以涵盖信赖保护原则。④ 因此,无效合同与可撤

销合同本质上以“自由”价值为核心,围绕意思自治与信赖保护展开。 侵害行为人意志自由的法律

行为瑕疵,例如民事行为能力欠缺、单方虚伪表示、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通常构成可撤销的法律

行为或者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另一方面,从社会角度出发,合同法具有维护社会性价值(共同体利

益)的功能和追求。 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雇主与劳动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实际强弱

差距致使自由平等的“抽象理性人”假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的高度发展也使得经济垄断、
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严峻。 为追求实质公平或社会均衡,避免形式上的契约自由偏离实

质意义上的契约正义,现代合同法主张对个人权利或自由作出限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⑤

就婚姻家庭法而言,传统社会的婚姻家庭法以家庭为本位,建立在父权和夫权的基础之上。 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人主义、自由原则等理念逐渐扩张至婚姻家庭法,使得婚姻家庭法逐步从家

族本位中脱离出来。⑥ 这为婚姻家庭法中的各种自治行为适用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总则编与合

同编的相关规定提供了价值基础。 西方权利观念以个人本位的价值为基础,“家”在西方新现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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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论述中被个人主义观念所消解。① 然而,中国的个人权利仍然无法摆脱家庭关系而独立实现,
在日常生活中,血缘关系、家庭观念、伦理道德等传统秩序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我国家庭法

除了存在个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共同体利益两个价值维度之外,还存在家庭团体的价值维度,这是

家庭法与合同法在价值体系上的显著差异。 合同关系只是自主的社会成员相互连接交换资源的表

现形式,这种连接是通过自由缔结契约的方式实现利己的个体目的。② 然而,婚姻关系属于典型的

初级联合体,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情感的,不可计算也不可替代。③ 婚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

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伦理秩序的预先设定,与合同关系中存在大量的任意性规范相比,结婚等

身份关系具有更多的强制性。
家庭法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家庭共同体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三方面的复杂维度构成的价值秩

序以及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的双重内容,决定了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与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相

比,其法律后果更具特殊性。 在家庭法的三维价值秩序之下,立法坚持的是人格独立下的团体主

义,即在保障个人利益的同时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实现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④ 无论是无效

婚姻还是可撤销婚姻,其均属于业已成立的婚姻,当事人之间通常已经存在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
还有可能形成亲子关系,这具有浓厚的人伦色彩。 由于人伦身份关系的存在,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

姻的法律后果未必能够如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那样,使当事人的利益状态恢复如初。 诚如史尚

宽先生所言:“身份行为注重方式,既成事实应尽量予以维持,苟具备方式而成立,应许意思与方式

之事后结合,即应许无效行为之追认,以谋身份关系之安定。” ⑤原《婚姻法》将婚姻可撤销规则的适

用限定于胁迫情形,而否认其他意思表示瑕疵对婚姻效力的影响,这可以看出我国婚姻法试图维持

身份关系安定以及共同体价值,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当事人的救济路径。⑥ 《民法典》 第

1053 条增加了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不如实告知的欺诈情形,扩张了婚姻缔结行为中当事人意思自治

的价值维度。 因此,在判定婚姻无效和可撤销给当事人带来的各项法律后果时,应当考虑到婚姻无

效和可撤销制度背后的价值秩序,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已

产生的法律事实,尽可能维护已形成的人身财产关系的稳定性。
 

　 　 三、婚姻无效与被撤销对于当事人人身关系的法律后果

与法律行为无效相比,婚姻无效的首要特点为其并非当然无效,而是需要经过当事人申请与法

院裁判确认。 未经上述程序,即便某段婚姻关系事实上满足无效或可撤销的构成要件,其也属有效

婚姻。 因而法院宣告系婚姻无效法律后果实现的必经环节,对婚姻无效法律后果的讨论需以明确

宣告程序的实施者及申请者为前提。 此外,婚姻无效亦存在补正可能,当婚姻的效力障碍事由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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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前便已消除时,该婚姻即不可能经宣告程序而无效。 在经过上述前置程序

后,未被补正的无效婚姻才能真正对当事人的人身关系产生法律后果,这其中主要涉及无效婚姻双

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当事人与其子女之间的关系,而需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婚姻无效的法

律后果中实现对无过错方当事人的法律保护。
(一)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

《民法典》第 157 条规定了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其规范目的在于使当事人的利益

关系“恢复至各方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实施前的状态”。① 法律行为无效通常不必经过无效宣告

程序,但是身份行为(结婚、收养)的无效则必须经过宣告方能实现。② 法律行为的撤销一般不需要

采取特定形式,即使针对要式行为亦是如此,但是婚姻的撤销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实现。 宣告婚姻

无效属于确认之诉,宣告婚姻被撤销则属于形成之诉。③ 《民法典》第 1052 条废除了原《婚姻法》第

11 条规定的因受胁迫结婚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的“二元制”,
仅保留了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的规定。 这是因为,可撤销婚姻的胁迫事由与欺诈事由的判断

非常复杂,撤销婚姻后如何处理双方的财产关系和可能存在的子女抚养问题,亦需要经过审理弄清

是非曲直才能作出合理裁判,婚姻登记机关难以胜任该项工作,应当由人民法院处理。④

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 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9 条

规定,利害关系人通常是指婚姻当事人的近亲属。 在因重婚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况下,依据《刑事诉

讼法》的规定,利害关系人还应当包括检察机关。 由于无效婚姻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为保障受

害人尤其是妇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婚姻当事人的近亲属主观上不愿意或者客观上无法(比如女性被

拐卖而被胁迫结婚的情形)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应当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作为利害关系

人提起公诉,以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以及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立法上未对无效婚姻的宣告作

时间限制,但是根据《民法典》第 1052 条和第 1053 条,可撤销婚姻的除斥期间为 1 年,起算时间则根

据胁迫婚姻和欺诈婚姻的不同情况分别确定。
(二)无效婚姻的补正

《民法典》总则编的法律行为无效并不存在事后转化为有效的可能性,但是根据《婚姻家庭编解

释(一)》第 10 条的规定,无效婚姻可在无效情形消失后转化为完全有效的婚姻。 例如结婚时未达

法定婚龄,但是申请确认婚姻无效时双方当事人均已达到法定婚龄的,该无效婚姻转换为有效婚

姻。 近亲之间的婚姻无效是基于优生学的考虑与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 血缘关系属于自然事实,
因而无效的原因不存在消灭的可能。 依据《德国民法典》第 1307 条和第 1755 条规定,即使血缘关

系因为收养而消灭,婚姻障碍仍然存在。 被收养人和亲生父母及其血亲之间的血缘关系虽然通过

收养关系的建立在法律意义上被排除,但于事实意义上仍然存在。⑤ 因此,具有事实上血缘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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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禁止结婚。 然而,在拟制血亲①之间成立的无效婚姻关系中,如果拟制血亲之间亲属关系依

法解除,该无效婚姻能否转换为有效婚姻? 如果完全从前述司法解释的文义来看,由于法定无效婚

姻情形已经消失,无效婚姻可以转变为有效婚姻。 但即使拟制血亲关系被解除,由于尊亲属与卑亲

属之间业已形成的伦理禁忌观念并不会消失,故双方形成的婚姻关系不得由无效转换为有效;而不

具有自然血亲关系的平辈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之间形成的伦理禁忌观念较弱,因此在申请婚

姻无效时如果双方已经解除了拟制血亲关系,该无效婚姻可以转为有效。②

在重婚的情况下,由于重婚人违反了一夫一妻制原则,因此无论重婚的后婚配偶是否知悉对方

有配偶,都不能改变后婚属于无效婚姻的性质。 然而,在当事人或者检察机关请求宣告后婚无效

时,前婚因离婚或一方当事人死亡而消灭的,后婚是否可以转换为有效婚姻? 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

对此并无明确规定。 有学者持否定说,认为重婚系严重违反一夫一妻制原则的行为,因此即使前一

个婚姻归于消灭,后一个婚姻也不可能转换为有效婚姻,构成犯罪的,还应当予以刑事制裁。③ 而持

肯定说的学者认为,重婚的原因比较复杂,尽管重婚为后婚无效的原因,但在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

后婚无效时,前婚当事人离婚或前婚被宣告无效、被撤销的,应认为已不存在重婚情形,后婚有效。④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重婚是为法律所否定的行为,仅仅基于重婚一方具有善意就维持重婚的效力,
将严重破坏婚姻的安定性,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信仰危机。 只有在重婚双方均为善意且无过失时,后
婚才不因构成重婚而无效。⑤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绝大多数人民法院主张前一个婚姻已经消灭的

情形下,后一个婚姻可以转换为有效婚姻。⑥ 但是也有人民法院认为,即使前一个婚姻已经消灭,后
一个婚姻也不能转换为有效婚姻。⑦ 比较而言,肯定说更为合理。 在家庭法价值谱系上,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家庭共同体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形成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复杂维度。 无效婚姻的法定无效

情形消灭意味着无效婚姻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因素已经不复存在。 为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凸显婚姻家庭共同体的价值,如果前婚已经消灭,后婚可以转换为有效婚姻,且自前提条件成就时

发生效力,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三)人身关系法律后果认定中对无过错方当事人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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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拟制血亲既包括尊亲属(如养父母)与卑亲属(养子女) 之间的拟制直系血亲,也包括平辈之间的拟制血亲,例如兄弟姐妹、堂
(表)兄弟姐妹。

 

在“熊某与任某 1 婚姻无效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以原、被告是表兄妹关系,系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属于法律禁止结

婚的情形为由,主张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婚姻无效,通过庭审,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婚姻不属于婚姻法规定的无效婚

姻情形,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主要针对收养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

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婚姻法对父母子女的有关规定,父母子女属于直系血亲,由此可以推断,婚姻法禁止直系血亲结婚的规

定,也适用拟制直系血亲立法。”参见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2019)川 1923 民初 2497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朱和庆主编:《婚姻家庭法案例与评析》,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 页。

 

参见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2 页。

 

参见金眉:《对一桩“被离婚”案件的法律评析》,载《法学》2012 年第 6 期,第 138 页。

 

参见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1)粤 0783 民初 1883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1)京 0111 民初 14554 号民事

判决书;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21)鲁 0683 民初 4033 号民事判决书。

 

在“申某、明某婚姻无效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 本案中,明某在与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申某登记结婚,
其行为已构成重婚。 重婚是严重违反一夫一妻制原则的行为,虽然在申某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明某已经解除了其与王某的婚姻关系,但并

不影响其与申某婚姻无效的认定。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申某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参见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 05
民终 1403 号民事判决书。



《民法典》第 1054 条规定,无效或者被撤销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因此,婚姻无效或者被

撤销虽具有特殊性,但是在法律后果上和以财产为内容的法律行为相同,自始不受法律保护,应当

恢复至结婚登记前的状态。 由于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关系,故夫妻之间的扶养费请求权、继承权

以及同居义务、忠诚义务等均无存在的法律依据。① 然而,为了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无效婚姻和被

撤销婚姻的溯及力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无效或被撤销婚姻当事人与其所生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
与合法婚姻的当事人与其所生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相同,主要包括《民法典》第 1067 条~ 1070 条中

所规定的内容。 在学理上,完全否认无效婚姻或者被撤销婚姻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上的法律效力的

观点受到质疑。 有学者认为,原《婚姻法》第 12 条在保护无效或可撤销婚姻中的无过错方上存在两

个立法漏洞:一是无效和被撤销婚姻自始无效的规定不得针对诚信方配偶;二是诚信方配偶应当享

有对另一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②

从比较法上看,法国采取的是保护诚信配偶的立法例,《法国民法典》第 201 条和第 202 条规

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对诚信方配偶不具有溯及力。 这实际上确定了“推定婚姻的合法性”。
善意是立法者承认“推定婚姻”的唯一条件。③ 《德国民法典》第 1318 条规定废止婚姻原则上不发生

溯及既往的效力,其基本立场是参照有关离婚的具体规定。 例如,结婚时不知晓婚姻废止原因的一

方,或被欺诈、胁迫的一方,可以在婚姻废止后向另一方主张扶养请求权。 虚假婚姻废止后,原则上

不产生任何扶养请求权;配偶一方在结婚时知道婚姻是可废止的,就不能享有法定继承权。 如果一

方配偶明知婚姻会由于其伴侣无行为能力、存在重婚或法律禁止的血缘关系等情况而废止,其建立

共同生活的行为就属于权利滥用。④ 从德国民法已废止婚姻的效力规定来看,其注重对诚信配偶权

益的保护。 另外一种立法例以《韩国民法典》第 806 条、第 825 条为代表,其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结婚

无效或被撤销而受有损害者,得向他方请求赔偿。 但他方无过失者,不在此限。 该立法例不考虑当

事人的诚信对婚姻被宣告无效或撤销的法律效果的影响,只规定无过失方对引发婚姻无效或被撤

销的过错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有学者认为,“无过失”的意思是“尽了注意义务”,“注意”涉及意

志和行为领域;而诚信涉及理解的领域,是对一种事实状态的认知。⑤ 诚信婚姻对善意配偶的保护

体现在家庭法与继承法上,而无过失方的损害赔偿主要表现为侵权责任法领域,两者的规范目的与

涵摄范围均不相同。
我国《民法典》第 1054 条并未规定对无效婚姻中诚信配偶的保护规则,但是该条第 2 款规定婚

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在现代民法上,无效婚姻与被撤销婚姻在人身

关系上是否具有溯及力属于立法政策选择的问题。 由于我国《民法典》原则上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

撤销后便溯及既往地归于消灭,故司法实践通常并不认可无效或被撤销婚姻当事人存在夫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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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林爱金、张某 1、林某继承纠纷案”中,因违背禁止血亲的规定,涉案婚姻无效,继承权被否认。 参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9)闽 01 民终 163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徐国栋:《无效与可撤销婚姻中诚信当事人的保护》,载《中国法学》2013 年第 5 期,第 149 页。

 

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上册),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2 页。

 

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8-59 页。

 

参见徐国栋:《无效与可撤销婚姻中诚信当事人的保护》,载《中国法学》2013 年第 5 期,第 146 页。



义务以及继承权关系。① 但是,若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可以考虑在继承份

额上予以适当补偿。②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婚姻关系的事实属性,其依据是《民法典》第 1131 条,
即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适当的遗产。

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仅限于无过错方配偶,即对

于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事实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的配偶。 如果是法律禁止结婚的近亲属结

婚,由于双方均非善意,故不存在无过错方配偶。 除此之外,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配偶

包括:(1)受到欺诈或被胁迫的一方;(2)产生重大误解且是无过失的一方;(3)重婚中不知道或者

不应当知道相对方已经缔结前婚的一方。 此外,未到法定婚龄者或已到法定婚龄但欠缺民事行为

能力者缔结的婚姻,也可能被宣告无效。 若一方为未到法定婚龄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另一方不

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对方未达法定婚龄的(如对方使用变造过年龄的身份证),则后者可以被

视为无过错方。 若一方为未到法定婚龄的未成年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另一方明知对方欠缺结

婚行为能力而在未经对方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诱导对方与其结婚的,由于欠缺结婚行为能力者不

能认识结婚行为的后果,不具备真正的意思决定自由,法律对其行为当然不能作出过错的评价。③

此时未成年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被认定为无过错方,其监护人有权代为要求过错方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就过错方的赔偿范围而言,有学者认为,应包括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④ 具言之,赔偿范围

取决于《民法典》第 1054 条第 2 款的法律性质。 对于该条款的性质,有两种解释方案:一是从侵权

责任法的角度,将其解释为对无过失方婚姻自主权的保护(《民法典》第 1164 条);二是在合同被宣

告无效或者被撤销时,过错方应当依据《民法典》第 157 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参照适用缔约过失

责任(《民法典》第 500 条)。 在缔约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违反先合同义务导致法律行为无效,致使

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婚姻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典》所规定的合

同,但缔约过失责任的价值基础在于对缔约阶段的契约自由与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调适。 婚姻作为

身份关系协议,在其缔结过程中同样应当要求当事人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以保护无过错方对有效婚

姻关系的合理信赖,因此在婚姻缔结中亦可以准用缔约过失责任的规范来对《民法典》第 1054 条第

2 款进行解释。 但由于上述两种方案所救济的权利客体不同,无过错方基于不同的请求权所能主张

的损害赔偿范围也有所差异。 如果采取第一种解释路径,由于侵权行为需要对身体权、生命权和健

康权之外的其他能被商业化利用的人身权利造成侵害才能形成财产损害⑤,而婚姻自主权不能被商

业化利用,因此对婚姻自主权的侵害无法形成财产损害,难以纳入赔偿范围当中。⑥ 若采取第二种

解释路径,则无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其中。 笔者认为,就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言,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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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 15 民终 62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 06 民终 660 号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2017)黑 1005 民初

947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16 页。

 

参见薛宁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婚姻家庭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01 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60 页。
参见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法院(2021)川 0823 民初 2139 号民事判决书。



责任说与参照缔约过失责任说并不矛盾。 在侵权责任的框架之下,无过错方因婚姻自主权受到侵

害产生的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在缔约过失责任的框架之下,无过错方因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所

受的财产损害应包含其信赖婚姻有效所支出的各种费用,例如拍摄婚纱照的费用、举办婚礼的费用

以及外出度假旅游的相关费用等。 但是丧失与他人结婚的机会以及择偶竞争力的降低等,在法律

上并不具有评价意义,无过失方不得请求对方赔偿。①

　 　 四、婚姻无效与被撤销对于当事人财产关系的法律后果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在财产关系上的后果体现为当事人因行为所获的财产应当返还或折价赔

偿。 而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并不能当然地恢复至婚姻关系不存在时的状

态。 因为当事人之间客观上曾经存在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双方以家庭为单位获取财产、承担债务

的法律关系并不因婚姻无效或被撤销而彻底消灭。 因此,在认定婚姻无效与婚姻被撤销对于当事

人财产关系造成的法律后果时,必须考虑上述客观事实对财产关系的影响,并从积极财产和所负债

务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婚姻无效与被撤销当事人之间的积极财产问题

在独立人格的团体主义理念中,婚姻家庭一方面被视为一种“情感-文化共同体”,以感情、伦理

以及利他主义作为婚姻家庭生活的基础和本质,强调对家庭共同体的维护;另一方面作为“经济结

合体”,具有工具主义倾向的财产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婚姻家庭关系、调节婚姻生活感情的平

衡器。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现代社会交易高度发达,财产高速流转。 家庭作为一个内部意志多

元、权利义务边界不明确的共同体,实际上并不符合当代商业社会发展的主流要求。 但是为了维护

夫妻共同体的价值,《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将婚后所得共同所有制作为夫妻法定财产制(第 1062
条),并且对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情形进行了严格的限定(第 1066 条)。 在离婚的情形中,
夫妻财产的分割应当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遵循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

(第 1087 条)。 此外,《民法典》还规定了离婚救济制度,包括离婚经济补偿(第 1088 条)、离婚经济

帮助(第 1090 条)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第 1091 条)。
我国《民法典》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因此,在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

撤销后,当事人之间只是同居关系而不是夫妻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亦完

全适用同居的相关规定。 对于婚姻无效在财产上的法律后果,根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22
条,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后,当事人虽然不具有合法的夫妻关系,但是现行法对于当事人

同居期间所得财产仍然采用了共同共有的规定,有别于未婚同居时的效力。② 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

的基础关系不同。 学理上认为,对于以家庭关系、夫妻关系等作为基础关系的共有,在无约定或约

定不明时,推定为共同共有;而对于不存在共同关系作为基础关系的共有,在无约定或约定不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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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刘征峰:《结婚中的缔约过失责任》,载《政法论坛》2021 年第 3 期,第 54 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 10 条规定:“在不涉及婚姻被宣告

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场合,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此处的一般共有财产系指按份共有。



推定为按份共有。① 无效或被撤销婚姻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虽然被溯及无效,但过往基于夫妻关

系而产生的共同财产关系却不适用溯及无效的规定。 此外,一般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后,主
要涉及返还义务与损害赔偿责任,包括不当得利、物权请求权、缔约过失责任等(《民法典》第 157
条)。 而无效婚姻或被撤销婚姻在财产上的法律后果原则上属于共同共有关系,这意味着完全排除

了《民法典》第 157 条规定的法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的返还义务。
需进一步讨论的是,《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22 条所规定的同居期间取得的共同共有财产与

《民法典》第 1062 条所规定的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是否一致。 对此,有观点认

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婚姻情形中当事人对同居期间财产的共同共有是基于双方共同投资、共同劳动

事实而形成的共同共有,应当区别于基于夫妻关系而形成的共同共有。② 这实际上限缩了当事人同

居期间共同共有财产的范围。 对比《民法典》第 1054 条和第 1087 条的规定可知,对于婚姻无效当

事人同居期间财产归属的判断,参照了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清算分割规则。 婚姻被宣告无效或

者被撤销之后,立法上对于当事人同居期间获得的财产采取共同共有的规定,使无效婚姻和可撤销

婚姻在财产上的法律后果更接近于离婚。 究其原因,“婚姻”本身是一个既存的社会事实,无效及被

撤销婚姻的当事人具有夫妻共同生活的实质,且其夫妻身份通常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因而在法

律评价体系上与单纯的同居关系不同。③ 当事人基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以及婚姻登记而形成的

各种婚姻家庭关系,绝不可能因法律的否认而消灭,因此,对于无效及可撤销婚姻的立法应当尽量

兼顾社会公益与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对上述法律关系予以认可。④

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的当事人在共同生活期间通常具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如果以按份共有为

标准分割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必然对收入较少但在抚育子女、照料老人等家务上付出大量

劳动的一方当事人极为不利。 为了保护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分割当事人同居期间所

得财产时,应当按照共同共有分割共同财产,以维护家庭共同体价值与个人自由价值之间的平衡。
婚姻无效当事人同居期间的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的划分,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1062 条与第

1063 条的规定,我国司法实践通常采纳这一做法。⑤ 根据《民法典》第 1054 条,对于同居期间共同共

有财产的分割,如果当事人不能达成协议,由人民法院按照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 该条规定的

无过错方与《民法典》第 1087 条规定的离婚无过错方具有不同的内涵,后者是指非因自身原因导致

婚姻解除的一方,即家庭暴力或虐待、抛弃家庭成员等行为的受害者;前者不仅包括《民法典》 第

1087 条规定的情形,还包括重婚的善意方、被欺诈、被胁迫的一方以及产生重大误解且是无过失的

48

　 　 　 　 　 　 　 　 　 　 　 　 　 　 　 　 　 　 　 　 　 现　 代　 法　 学　 　 　 　 　 　 　 　 　 　 　 　 　 　 　 　 　 2023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崔建远:《中国民法典释评·物权编》(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45 页。

 

参见人民法院出版社编:《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全集·家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90 页。

 

参见吴卫义、张寅编著:《婚姻家庭案件司法观点集成》,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94 页。 2019 年 7 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

布的《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第 9 条明确区分了单纯的同居关系与无效婚姻形成的同居关系,规定单纯同居期间一方

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以及因继承、赠与等途径所得的合法收入,原则上归本人所有。

 

参见马忆南:《民法典视野下婚姻的无效和撤销———兼论结婚要件》,载《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3 期,第 31 页。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申 5402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1 民终 3966 号民事判决书;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4 民终 2922 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和政县人民法院(2021)甘 2925 民初 160 号民事判决书。



一方。①

无效婚姻当事人在同居期间获得的财产原则上属于共同共有,但也存在例外,如重婚的前婚有

效,后婚无效的情形。 重婚者在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除当事人另有约定之外,应该属于前婚当事

人的共同共有财产。② 在后一个婚姻被宣告无效时,后婚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分割协议不得对前婚无

过错方的财产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当事人之间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由人民法院判决予以返

还或者折价补偿,有财产损失的,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③ 除非前婚当事人对夫妻共同

财产另有约定,否则重婚者的财产通常属于前婚的夫妻共同财产。 重婚当事人之间形成的财产共

有关系属于按份共有,按份共有人之间应当析产,以保障前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④ 而重婚中善意

且无过失的一方,在重婚被宣告无效后,应当享有对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因此,排除少数例外,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关系与夫妻法定财产制的共同共有在法

律效果上相差无几。 但是根据《民法典》第 1065 条,夫妻双方可以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

归属作出约定,从而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该约定的性质为夫妻财产制契约。 那么在婚姻被宣告

无效或者被撤销时,若当事人在同居期间曾订立财产归属约定,该约定在婚姻无效之后是否具有法

律效力? 对此理论上存在争议。 肯定说认为,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在同居期间订立

的财产归属约定只要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便应承认其具有法律效力;即使这种约定的内

容与法定夫妻财产制相同或相似,其效力也不受影响。⑤ 否定说认为,夫妻财产制契约是一个从契

约,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从属于该婚姻的夫妻财产制契约也就当然无效。⑥ 笔者赞同肯定

说。 在婚姻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前,当事人之间有关“夫妻”财产的约定系建立在婚姻有效的

基础之上。 对于无效婚姻而言,该婚姻自始无效,且法律假设当事人均应该知晓无效婚姻的法定原

因。 因此,当事人有关“夫妻”财产的约定若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则该约定不因无效婚姻被

确认无效而无效,除非当事人明确表示或者从当事人的意思可以推断若婚姻被宣告无效则有关财

产的约定即归于无效。⑦ 对于可撤销婚姻而言,上述约定在婚姻被撤销之前有效,除非享有撤销权

的一方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 因此,当事人有关“夫妻”财产的约定若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

要件,则该约定不因婚姻被撤销而无效,除非当事人明确表示或者从当事人的意思可以推断有关财

产约定的效力附加了条件,如果撤销权人撤销该婚姻则有关财产的约定即归于无效。 无效或可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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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某与刘某婚姻无效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在向本院起诉宣告婚姻无效前,已与他人同居生活并生育小孩,存在

过错。 原、被告对于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的处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结合原、被告过错程度,双方实际居住情况,房屋现有价

值等因素,同居期间共有财产建筑面积约 150㎡的三间平房归被告刘某所有。”参见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2021)川 1521 民初 529
号民事判决书。

 

在“丁某、林某 2 继承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为:“丁某与林某结婚登记,在丁某与林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林某又与谭某办理结

婚登记,林某与谭某的婚姻无效,应认定林某与谭某非法同居。 谭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诉争房屋为其与林某同居期间共同建置的财

产,故一审认定诉争方屋为林某与丁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所有的财产并无不当。”参见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 05 民终

547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申晨:《论婚姻无效的制度构建》,载《中外法学》2019 年第 2 期,第 475 页。

 

参见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吉 07 民终 89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杨大文主编:《亲属法》(第 4 版),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7 页。

 

参见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4 页。

 

参见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 08 民终 618 号民事判决书。



销婚姻的当事人在同居期间作出的财产赠与或者遗赠,同样适用于上述规则。①

此外,在无效或者被撤销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获得的财产中,彩礼比较特殊,其归属不能简

单地根据上述规则进行判断。 需讨论的问题是,在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时,给付彩礼的当事

人能否请求另一方返还彩礼?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5 条按照当事人结婚与否将彩礼的返还分

成两种情形:一是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应当返还彩礼;二是已经结婚又离婚的,原则上不

返还彩礼。 但第二种情形又存在两种例外,即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共同生活与婚前给付导

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主要存在三种判决:一是,直接适用《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第 5 条,认为“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包括在法律意义上不存在婚姻关系(婚姻无效) 的情

形②;二是,参照适用《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5 条,从该条保护缔结婚姻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和

期待利益的目的出发,结合当事人是否共同生活、生育子女等情况进行判断③;三是,适用《民法典》
第 157 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

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④ 比较而言,我国现行司法解释显然不能涵摄婚姻无效的情形,因此第一类

判决并不妥当;第三类判决适用法律行为无效的一般规定,忽略了婚姻无效的特殊性,亦不恰当;第
二类判决的参照适用更为合理。 彩礼返还规则属于我国民间习惯法。 通常来说,男方悔约不能要

求返还彩礼,女方悔约则必须返还彩礼。 在具体个案中需考量当事人过错程度、是否存在同居事实

及其时间长短、结婚与否和彩礼的使用情况等因素,最终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数额。⑤ 婚姻

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与离婚非常相似,可以结合给付彩礼的一方对于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

销是否具有过错、同居状态以及是否生育子女等因素,参照适用《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5 条第

2、3 项来处理彩礼返还问题。
(二)婚姻无效与被撤销当事人之间的债务承担

在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前,当事人以共同签名等方式作出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即便双方因婚姻无效或被撤销而丧失夫妻身份关系,其仍应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而共同承担债务

清偿责任。 当事人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负债,其后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如果该债务被认定

为举债方的个人债务,则举债方应当以其个人财产及其在共同财产中的份额作为责任财产进行清

偿。 上述两种情况皆无异议,需讨论的情形是,无效婚姻的当事人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负债,对于

债权人而言,该债务能否被认定为当事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并向无效婚姻的双方当事人请求偿还该

债务? 对此,《民法典》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从而形成公开的法律漏洞。 司法实践中对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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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某某诉王某某继承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为:“李某某立遗嘱时,其与王某某居住生活在一起,互相扶助,二人的婚姻关系

并未被宣告无效,李某某基于此,立遗嘱将本案讼争房屋由其‘妻子王某某继承’。 其后法院宣告王某某与李某某的婚姻无效,王某某丧

失了对李某某遗产的法定继承权,但邓某某并不能证明王某某系假借婚姻之名,骗取财产,也不能证明王某某与李某某在登记结婚之前

李某某不了解王某某的婚姻情况,且在婚姻被宣告无效的情况下,邓某某也不能证明李某某将本案讼争的房屋遗赠给王某某不是李某某

真实意思的表示。 因此,王某某可以作为受遗赠人接受遗嘱赠与。”参见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15)乐至民初字第 1664 号民事判决

书。

 

参见甘肃省榆中县人民法院(2020)甘 0123 民初 412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11 民终 139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 01 民终 8966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金眉:《论彩礼返还的请求权基础重建》,载《政法论坛》2019 年第 5 期,第 157 页。



案件通常有两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是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

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 11 条,以举债方所借债务是否用于双方共同生产、生活为标准

判断其是否可被认定为共同债务①,然而上述司法解释在《民法典》出台后已然失效,该处理路径已

然式微;第二种是认为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虽被人民法院判决宣告无效,但双方在同居期间形

成的财产关系并不因婚姻无效而终止,双方在基于同居而形成的财产关系中,既享有共同的财产权

益,亦负有承担共同债务的义务。” ②此观点对共同债务的认定以同居双方的财产共同共有为基础,
通常适用于一方举债用于购买双方共有房产的情形。 然而,《民法典》出台后,夫妻共同债务构成的

法理基础已从财产共同共有理论转向法律行为理论。 因而上述处理方式亦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
其不能解决无效婚姻当事人一方依家事代理权所负债务如何能够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

从比较法上看,《法国民法典》第 220 条系夫妻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法国最高法院

在 2001 年的判例中认为,当同居者对第三人表现为夫妻时,他们应当如同夫妻一样按照《法国民法

典》第 220 条的规定对该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③ 法国学理通说认为,婚姻无效的债务承担仍然遵

守外观主义。④ 然而,有学者认为这一解决方案实质上并非基于外观理论,而是基于民事责任,同居

者引发民事责任的前提是因过错实施了使第三人相信其具有夫妻身份的欺骗行为。⑤ 在日本法上,
被撤销婚姻的效力不溯及既往,在撤销权一方因日常家务而对第三者负有债务时,另一方也应承担

连带责任。⑥

外观主义系为保护合理信赖表见事实(包括权利外观或者意思表示外观)的第三人而设置,涉
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定表见事实的存在以及信赖者对真实信息的不知。⑦ 表见事实是能够使第三

人产生一定确定性认识的外在事实,而且由此产生的确定性认识与真实情况不相符。 外观主义并

非没有边界,其通常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者意思表示外观而作出的交易行为,如善意取

得、表见代理、越权代表等。⑧ 善意取得的表见事实是占有和登记,表见代理与越权代表的表见事实

包括授权委托书、授权表示本身、特定职位的任命、印章的占有等。 配偶权并非交易客体,但是配偶

权存在与否可能直接影响第三人的利益。 当存在配偶权的外观,而第三人又产生合理信赖时,第三

人不应因此遭受损失。 因此,前述法国法的外观主义值得借鉴。
婚姻关系的表见事实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婚姻登记。 婚姻登记并未占据表征婚姻关

系的垄断地位。 婚姻登记更多体现的是管理职能,并不能由婚姻登记的存在与否推定他人是否当

然知道配偶权的存在。 在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婚姻登记状态为表见事实,故信赖婚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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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人可以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 在婚姻登记之外,结婚仪式、结婚证或者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

等均属于表见事实,第三人可由此建立合理的、应受保护的信赖。① 在外观主义的基础上,可以参照

适用《民法典》第 1064 条。 具体而言,该条确立了“合意之债”与“单方负债”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

两大类型,后者又分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夫妻共同生活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三个子类型。 在婚姻

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形下,一方以个人名义在婚姻无效前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可以通过婚姻登记、结婚证或者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民法典》确立了“个人债务推定”规则,除非债权人举证证明债务的负

担系基于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或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否则该债务将被认定为

举债方的个人债务。

　 　 五、结论

以《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为代表的财产法秩序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是民法科学化的典

范。 由于婚姻家庭编具有浓厚的伦理性色彩,故其在理性化程度上无法与财产法相提并论。 然而,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瑕疵因素并非完全封闭,我们可以结合婚姻的伦理性质对总则编中的法

律行为无效和可撤销制度进行有限地参照适用。 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均

系《民法典》对法律行为所施加的合法性控制。 然而,合同法与家庭法各自的价值秩序决定了合同

无效与婚姻无效在法律后果上存在差异。 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本质上是以“自由”价值为核心,
围绕意思自治、信赖保护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而展开;家庭法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家庭共同体以及

社会公共利益三方面的复杂维度构成的价值秩序决定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在法律后果上具有

特殊性。
宣告婚姻无效属于确认之诉,宣告婚姻被撤销则属于形成之诉。 无效婚姻转换为有效婚姻不

仅包括已达到法定婚龄的情形,还包括拟制血亲关系被解除之后,不具有自然血亲关系的平辈兄弟

姐妹或堂(表)兄弟姐妹之间缔结婚姻关系的情形。 此外,为凸显婚姻家庭共同体的价值,如果前婚

已经消灭,后婚可以转换为有效婚姻。 在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况下,无过失方对过失方的损害

赔偿请求权包括侵权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两个方面。 前者救济的是无过失方因婚姻自主权受到侵

害产生的精神损害;后者救济的是无过失方因信赖婚姻有效所遭受的财产损失。
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后虽然具有溯及力,但是现行法规定当事人财产关系原则上属

于共同共有,这表明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虽然不符合婚姻的法定有效要件,但是该婚姻作为既存的

社会事实仍应受到法律的认可,这使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与离婚非常相似。 但是重婚的当事人之

间形成的财产共有关系属于按份共有,这是为了保护前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婚姻被宣告无效

或者被撤销之前,当事人一方以夫妻名义对外负债,信赖婚姻登记、结婚仪式、结婚证或者夫妻共同

生活事实等表见事实的第三人,其合理信赖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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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 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范。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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